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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爱国：纪念胡佛先生

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家胡佛

院士辞世，海内外悲悼、纪念鲜

花及文电纷至沓来，超越世代、

学派、党派。胡先生人格伟大与

包容可见一斑， 而他对中国统

一的忠贞信念， 甚至感动立场

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间，各界论

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却是胡先

生坚苦卓绝的爱国志业。 胡先

生之爱国， 绝不仅止于父子两

代对近代中国苦难的疼惜 ，或

对中山先生的追随景仰， 更奠

基于胡先生突破窠臼的科学思

想上。

近代史不乏爱国科学家 ，

科学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方法 。

然而， 在胡先生以科学爱国谱

成的学术生涯中， 科学并非富

强工具， 犹构成他爱国思想的

内涵， 他赋予了爱国一种不可

取代的科学意义，因此，科学与

爱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无此

两端并存， 就无法养成胡先生

的抵抗精神， 开拓他厚达化异

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学爱国，贯

穿他对中国统一的理性主张 ，

对欧美政治学的批判改造 ，与

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

对欧美政治学的批

判性反思

胡先生进入政治学的年

代，系统分析正开始大行其道，

影响至今不坠。 当时，大卫·伊

斯顿将政治定义为 “价值的权

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权利的维

护， 并将系统过程区分出两方

面，一是 “对系统输入价值 ”的

过程 ，二是 “从系统输出分配 ”

的过程， 从此定义了尔后半世

纪的政治学框架。其后，有盖布

瑞欧·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两

人合作， 把处理输入到输出的

“权威 ” （就是政治系统的结

构 ），分为行政 、立法 、司法 ；再

搜集 （欧美 ）人民对进 、出两个

过程与对中间的结构所持态度

各自为何， 据以整理出政治系

统的“功能性”文化与“结构性”

文化。 他们可在不同系统间从

事比较，采行分类，用以判断并

解释系统的稳定程度。

根据胡先生对中国政治文

化的研究， 即使在结构性文化

与功能性文化都测得较好表现

的情况下，系统未必稳定。换言

之， 纵使人民对三权及三权之

间的法治关系有充分认知 ，愿

意支持， 且对系统的输入与输

出功能有信心，并感到满意，仍

可出现动荡。他认为，这是由于

系统分析忽略人民的两种文

化： 一是人民对在结构顶层的

系统整体所持的态度， 他称之

为“统摄性文化”，即群性；二是

底层的个人一旦获得权威 ，能

否维持原有态度，他称之为“政

治风格”，即德性。 如此顶层与

底层补足的系统分析， 是独具

匠心！

首先， 当统摄性文化欠缺

时，人民对系统的认同分裂，我

们试着从 21 世纪体会的话，问

题可能是宗教（中东）、民族（东

南亚 ）、移民 （欧盟 ）、地方分权

（西班牙 ）、意识形态 （美国 ）等

等，原本服膺三权结构的人民，

因敌我意识高涨， 便转而宁可

搁置甚或阻挠法治， 来抵制政

策。 因此，结构性文化看似稳，

实则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

刻选民不是选政府， 而是选国

家， 选输的就不容享有宪法保

障。 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

的统摄性文化。 主流的系统分

析却浸淫在天赋人权的设想

中， 不察天人之间尚有群性协

调其间， 以致其量表认可的结

构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 胡先生忧虑权威人

格倾向的政治风格， 即曾遭遇

强大压制或剥夺的个人和群

体， 对权力产生背反的两种情

感：一是宰制外人的渴望；二是

依附权力的需要。 权威人格在

殖民统治、阶级制度、封建社会

下都较易生成， 其人拥有权威

后， 有一种展示权威的心理需

要， 必须透过不断超越体制来

确认自己权威， 因此阻挠了系

统功能，破坏了结构文化。其结

果， 就算自己对结构与功能都

具备充分知识与支持意愿 ，有

朝一日掌权， 抗拒不了权力诱

惑， 反而变本加厉破坏程序，刻

意身在体制之上 。 陈水扁在

1980 年代的慓悍， 已让胡先生

对政治风格的重要性有所警觉。

从统摄性文化到中

国人的“群”与“德”

无庸置疑， 胡先生心之所

系是台独问题。 自李登辉以降

的台独，裂解统摄性文化，导致

岛内敌我气氛泛滥，法治崩坏，

诚信荡然， 所有法治教育均流

于漂浮。 台独又是殖民统治下

人格遭剥夺的典型，一旦在位，

便受某种掠夺、贪腐、霸凌而不

能自已的冲动所折磨。 这种对

权力虽渴望却不确定的焦虑 ，

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就是对美 、

日百依百顺， 尤其是对美国的

怜爱充满浪漫想象， 此举斲伤

统摄性文化；对内则肆无忌惮，

则德性弃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辉主政初期

就坚持回归 “内阁制 ”，后人至

今才恍然大悟个中道理， 与所

谓他忠于张君劢草拟的 “五权

宪法”无涉。胡先生的主张与他

将宪法权力分成统权与治权的

理论息息相关，“内阁制” 属治

权， 属于系统分析里的结构性

文化。统权必须与治权分开，不

可卷入人事与政治运作， 以维

持超然， 象征统一与稳定。 因

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动员，

甚至分裂主张，都不及于统权，

故不影响人民对统权的共同约

束， 如此奠定对系统的顶层认

同， 才能发展出健全的结构与

功能文化。

统权接受效忠，不受地域、

阶级、宗教、性别、党派、职业等

等因素影响，超越世俗政治，对

具体事件 、人事 、政策或判决 ，

负有绝对回避的责任。 其关键

在维持超然， 以免系统失其重

心而漂流。准此，统摄性文化是

中国统一与民主法治之间必需

的内在联系。 而统一的中国更

能透过统权的确立， 化解殖民

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绵延不绝

的焦虑，以恢复德性促成法治，

取代依附与宰制的恶性循环。

由胡先生字圣西， 可窥知

他对民主、科学的向往。 不过，

就在他学术生涯如日中天的

70 年代，胡先生进一步掌握到

的 ，不但是 “内阁制宪法 ”与行

为科学本身的价值， 更是民族

与道德问题对民主法治文化的

制约。一个缺乏共同民族认同，

遭受外族、外敌切割的群，不可

能培养法治意识，结果是，讨论

税法的动机无关财政， 讨论教

科书编撰的动机无关教育 ，讨

论退休制度的动机无关养老 ，

一切全为对付想象的敌人 ，系

统沦为罗织的场域，言而无信，

反覆无常，终至不可治理。这是

何以胡先生晚年念兹在兹要厘

清的是，“群 ”与 “德 ”是系统科

学的问题。

“群”的研究与实践

挑战政治科学的未来

欧美政治科学对群缺乏敏

感，在欧美思想传统中，自我保

全的欲望（霍布斯）与天赋人权

（洛克）才是耳熟能详的精髓 ，

以至于透过群的凝聚来维护安

全并养成德性的历史传统阙

如， 而今中国崛起， 竟视为威

胁。 欧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在近代肆虐全球， 实则强化世

界各地对群的呼唤。 但碍于系

统科学话语所限， 无论是自省

意识浓厚的欧美科学家， 或向

欧美先进学习的世界各地学

者，失去表述群的话语，因此就

算他们都追求现代化， 总是不

能对症处理统摄性文化的困

境， 甚至认为统摄性文化的提

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对

天赋人权的威胁。

胡先生的政治科学研究打

开欧美思想传统迷障， 等于把

现实世界的折冲与对立， 移往

思想与哲学层次开展： 一方面

阐明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群意识

的凝聚， 对外有抵抗强权的使

命， 对内有超然于结构及功能

之上的责任； 二方面阐明中国

的国际治理以群为基础， 其来

有自，既巩固各地统摄性文化，

又孕育中国与各国间某种共享

未来的统摄性关系， 胡先生因

而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充满热

情关注； 三方面阐明必须有健

全的统摄性文化， 才有稳定的

结构及功能文化， 因而挑战举

世的政治学家， 去面对天赋人

权思想与群的思想之间多种可

能性的整合与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强

权， 推动科学与现代化， 坚持

“内阁制”，反对台独。我们若能

再深入追踪这些思想信念间的

内在联系， 以及共同的科学基

础， 就在于胡先生对统摄性文

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为什么

他的意志力能始终不渝。因为，

这不是分开在制度、学术、民族

三方面的看法，统权、统摄性文

化与统一， 同是出自一以贯之

的科学研究，于是无比强大。其

间终极关怀，毋宁是民主法治，

而其当务之急， 就是养成健全

的群与德。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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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 （1932.5.14－2018.9.10），浙江

杭县人，1949 年赴台。 毕业于台湾大学

法律系，后获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硕

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1961

年起任教于台湾大学政治系。 1998 年

获选台湾“中研院”院士。胡佛长期从事

宪法学 、政治文化 、选举行为 、政治参

与、政治变迁、政治行为学的研究，被认

为是台湾现代政治学先驱。

胡佛先生是著名政论家， 反对台

独，坚持两岸统一。 他曾在接受香港中

评社采访时表示，两岸统一是最高的道

德价值，对于有台湾人否定自己是中国

人的行为，他认为是非常大的“缺德”。

2008 年， 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

究员。 2009 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

观国庆 60 周年大阅兵。

■


